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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 vs. “牺牲”: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 

徐  岚 1  陈  全 1  崔  楠 2  辜  红 3 
(1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武汉大学组织营销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3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  消费者在做出道德消费选择时, 要面对丰富的道德产品, 复杂地权衡功利利益和道德利益。算法决策推荐

可以减轻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 但是消费者在涉及道德伦理的权衡决策中对算法存在不信任, 因为算法是一种

典型的以功利论来处理道德权衡问题的方式。本研究提出采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道德消费中的算法推

荐信任有积极影响, 消费者对功利论式道德观念的接受程度中介了上述积极效应。实验 1 发现“共赢” (vs. “牺牲”)

叙述框架会增加消费者选择算法推荐的意愿。实验 2 验证了“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

正向影响, 以及功利论式道德观念接受度的中介作用。实验 3 进一步识别了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 即道德消费的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仅会增强消费者对算法替代型决策推荐的信任, 但是并不会改变消费者对于算法增强

型决策推荐信任。 

关键词  道德消费, 算法推荐, 道义论, 功利论, 框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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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消费的观念日益普及, 企业推出了越来越

多的具有道德属性的商品, 如更加环保、更符合公

平交易原则等。购买道德产品确实能为环境和社会

带来好处, 其提供的道德属性也能给消费者带来积

极的精神价值。消费者在面对道德产品购买时往往

不再纠结于要不要响应道德消费观念的号召购买

道德产品, 而是受困于如何选择一个既可以满足功

利需求又可以实现道德价值的产品。通常, 道德消

费往往要求消费者做出一定的“牺牲”, 例如承担更

高的价格成本, 或者是接受产品特点的一些改变、

增加使用成本(Luchs et al., 2010)。这就意味着购买

道德产品需要在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之间进行权

衡(Niven & Healy, 2016), 即为了实现产品上的道

德价值(如保护环境或追求公平)就必需付出功利上

的损失(如支付更高价格、减少使用便利性等)。由

于道德价值难以计算和衡量, 这使得消费者在面对

道德产品决策时面临困难, 他们很难确定究竟该选

择多大的道德价值以及付出多少功利损失才是适

合的, 这种决策的困难性是消费者将道德消费意愿

转换为实际道德行为之间的重要障碍(Hassan et al., 

2013; Herzenstein et al., 2020)。 

算法推荐被认为是降低消费者决策困难的一

种重要工具(Puntoni et al., 2021)。然而, 先前研究

表明人们在面临涉及伦理道德的权衡决策时, 并不

愿意接受由算法提供的建议(Bigman & Gray, 2018; 

Dietvorst & Bartels, 2022)。换言之, 在道德消费情

境中, 消费者可能会认为算法能够计算和识别出功

利性结果最优化的消费选项, 但是它不具备理解和

衡量消费所能产生的道德价值的能力 (Bigman & 

Gray, 2018; Gray et al., 2007), 所以消费者并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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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算法提供的有关道德消费决策的推荐。 

本研究旨在为如何增加消费者在道德消费情

境中对算法推荐的信任 , 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思

路。具体而言, 本文提出营销者可以通过改变对道

德消费的叙述框架策略来影响消费者对算法推荐

的信任——当营销者将道德消费描述为“共赢” (vs. 

“牺牲”)时 , 消费者更可能信任算法对有关道德消

费决策的推荐。“牺牲”叙述框架强调在道德消费中, 

消费者需要做出个人牺牲来帮助环境或社会 , 而

“共赢”叙述框架则强调在道德消费中, 消费者与道

德相关方之间不存在功利利益的冲突。“共赢”叙述

框架策略使消费者将自己与道德相关方纳入到一

个共同利益体中, 从而协调了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

之间的对立关系, 将道德价值统一在更宽泛的功利

价值范畴之中(例如对于公平贸易产品而言, 其强

调社会公平的道德价值可以转化为一种更宽泛和

基础的功利性价值, 即采用公平贸易将最终带来对

包含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方的持续交易公

平和总体利益提升)。因此, 接受“共赢” (vs. “牺牲”)

叙述框架信息的消费者更有可能认为在道德消费

情境中, 实现道德价值与实现利益共同体总体功利

价值优化是共通的, 此时他们更可能相信遵循功利

价值最大化原则的算法工具也能够用来解决道德

消费决策问题。 

启用“共赢”或“牺牲”叙述框架实际上影响了消

费者对道德消费决策原则的理解。将道德消费看作

“牺牲”意味着消费者认为追求道义正确要付出功

利上的代价, 消费者要权衡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这

两种不同的价值。“牺牲”叙述框架通过放弃或贬低

产品的非道德价值(产品的功利性价值)来强调人们

对道德价值“正确性”的追求。这强化了道义论的道

德观念, 即认为“道德正确性”是神圣的、高于世俗

价值的, 人们要做道义上正确的消费行为, 并抵制

那些“不正确”的世俗理念和行为(Miller & Prentice, 

2016)。相比而言, 通过让消费者将道德消费看作是

“共赢”, 会让消费者感知自己与道德相关方是利益

共同体(Hiller & Woodall, 2019), 这有助于强化基

于功利论的道德观念。该观点认为追求利益共同体

的利益最大化是实现道德正确性的一种合理方式

(Conway & Gawronski, 2013)。因此, 本研究提出, 

启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会促使消费者更

加认同以功利论式的决策原则来做道德消费决策, 

从而增加了人们对道德消费情境中算法推荐的信

任程度。 

通过 3 个实验, 本研究检查了道德消费叙述框

架策略(“共赢”vs. “牺牲”)对算法消费推荐信任的

影响。实验 1 首先检验了启动“共赢” (vs. “牺牲”)

叙述框架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推荐来源(算法/人类专

家)的选择偏好, 结果显示“共赢” (vs. “牺牲”)叙述

框架显著提升了消费者选择算法推荐的倾向。实验

2 进一步检验启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消

费推荐的信任程度的影响, 以及功利论道德价值观

念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共赢” (vs. “牺牲”)叙述

框架提升了消费者对算法消费推荐的信任, 但其对

人类专家的推荐信任并无显著影响。最后, 本研究

对“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策略的实施边界进

行了检查。研究发现,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

的积极作用只对算法替代型推荐有效, 而对算法辅

助型推荐并无影响。 

1.1  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 

道德消费观念认为消费者应该考虑消费活动

的道德影响, 倡导消费者做出更符合道德原则的消

费行为, 典型的道德消费原则包括环保主义、公平

交易原则等(Hiller & Woodall, 2019)。因为人们有基

本的道德观, 希望能做道义上正确的事情。道德原

则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如果有所违反, 会

产生一些负面的道德情绪 , 如内疚、羞愧 (Zollo, 

2021)。遵守道德原则是人们的自我存在和自我实

现的重要内容(魏心妮 等, 2023)。现有研究发现道

德消费行为能够增加幸福感(Hwang & Kim, 2018), 

缓解社会排斥所带来的威胁(Trudel et al., 2020), 

让 消 费 者 感 受 到 一 种 暖 阳 效 应 (Tezer & Bodur, 

2020)。所以道德消费行为能为消费者提供道德价

值, 即获得基于行为道德正确性的一种精神价值。 

消费者在做具体的道德消费决策时, 难以避免

地面临各类相关价值权衡的问题(Hiller & Woodall, 

2019)。消费决策要考虑的目标是多元的。尽管消

费者有意愿响应道德消费的号召, 将实现相关道德

价值的目标加入到消费决策中, 但其在实际决策中

不只是单纯地将道德作为唯一的消费目标和决策

原则(Hiller & Woodall, 2019)。相反, 消费者在决策

中需要同时考虑产品的道德价值及其与其他功利

价值(非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消费者进行道德产

品消费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纯粹的“做慈善”, 这

使得其需要从备选的道德产品中挑选出在道德价

值和功利价值方面均适合的产品。 

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主要反映在消费者需

要衡量道德价值并权衡众多可能与之冲突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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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在道德产品选择日益丰富的当下, 道德消费

决策权衡所需要考虑的信息更多。当消费者面临的

购买决策更加复杂时, 他们更可能选择放弃或者延

后这一决策(Chernev et al., 2015; Herzenstein et al., 

2020), 导致对道德消费的倡导难以转化为消费者

实际的行动。 

算法决策的发展给降低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

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消费者可以将道德消费决策任

务委派给算法系统, 最终只需要考虑算法所提供的

建议即可(Puntoni et al., 2021)。其前提是消费者能

够信任算法, 愿意在道德消费决策中采用算法决策

提供的信息。消费者对算法消费决策的信任取决于

消费者对算法本身以及所要处理的决策的认识。本

研究将探讨消费者在何种情况下, 更可能在道德消

费中信任算法决策。 

1.2  算法 vs.人类的消费建议 

算法能在诸多方面为人类的决策提供帮助。早

期研究发现算法在许多预测任务中都展现出高于

人类的预测精度(Dawes, 1979), 能避免人类认知能

力的局限(Lim & O'Connor, 1996)。随着技术的进步, 

算法预测和决策的精准度在许多专业领域已经超

过 了 专 业 人 士 , 例 如 审 计 (Commerford et al., 

2022)、医疗(Leachman & Merlino, 2017)、销售(Luo 

et al., 2019)、人力资源(Tong et al., 2021)等。此外, 

算法决策建议还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人类受制于触及范围的限制, 无法大规模地提供建

议服务, 但是算法系统能针对大规模的用户群体提

供个性化、准确的决策推荐。个性化消费推荐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Davenport et al., 2020; Logg et al., 

2019)。当前, 提供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消费推荐已成

为在线消费平台的常态 , 消费者也因此受益良多

(Gai & Klesse, 2019)。 

然而, 现阶段的算法决策尚未发展到通用智能

的层次, 还有许多缺陷(Haenlein & Kaplan, 2019)。

因此, 研究者开始关注消费者的算法厌恶, 即对算

法所生成建议的不信任(Burton et al., 2020)。算法不

信任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者主观地认

为在一些特定场景中算法决策的质量不能得到保

证。研究发现, 消费者认为算法更擅长处理客观性

(vs.主观性)的决策任务(Castelo et al., 2019)。针对

享乐型(vs.实用性)消费情境, 消费者对算法建议的

信任程度会更低(Longoni & Cian, 2022)。在医疗情

境中, 消费者认为算法无法像人类医师一样识别个

体的病情差异, 因而随着自身情况特殊性感知增强, 

更不愿意选择基于算法决策的医疗服务(Longoni et 

al., 2019)。算法还被认为不具备像人一样的创造力, 

更擅长一些重复性的、要求精度的任务(Logg et al., 

2019), 人们会认为算法产生的作品不具有像人类

作品一样的诚意和真实性(Jago, 2019)。 

在涉及道德伦理的应用领域, 算法决策遭到更

大的质疑和挑战(Martin, 2019)。道德伦理评价往往

被看作是人类才有的能力, 它涉及人类大脑对道德

经验和相关情感因素的处理(Gray et al., 2007), 而

算法系统被认为无法具备像人一样完整的道德评

判能力 , 因此无法胜任道德相关决策 (Bigman & 

Gray, 2018; Jebari & Lundborg, 2021)。研究发现, 人

们会直觉性地认为算法决策是一类计算式的和追

求最大化结果利益的决策方法, 当决策内容涉及道

德方面的权衡时, 人们会认为采用算法(vs.人类)决

策不是一个合适的决策方案(Dietvorst & Bartels, 

2022)。这是由于在涉及道德因素的决策中, 人们往

往关注决策是否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更胜于决策是

否带来更多的功利利益。所以人们会担忧算法在道

德相关决策中过多地关注功利价值, 会更可能导致

在道义上错误的决策(Dietvorst & Bartels, 2022)。 

在本研究所关注的道德消费情境中, 消费者所

进行的权衡会涉及功利利益和道德价值这两方面

因素。按照 Dietvorst 和 Bartels (2022)的理论, 消费

者认为算法只能对功利利益进行计算, 如果追求功

利利益和追求道德价值之间存在冲突, 那么消费者

就更不愿意在有关道德消费的决策中信任算法。反

之, 如果能够通过改变消费者有关道德消费的信念

来协调追求功利利益和追求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在道德消费决策中对算法的信任就可能增加。 

1.3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策略与道德消费决策 

对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进行描述能

够影响人们相关的判断, 这被称为框架效应。事物

具有多面性, 不同的叙述框架中的预设背景信息影

响人们对事物理解的构建过程, 这就会强化人们某

个特定类型的认识, 进而形成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倾

向(Sher & McKenzie, 2006)。人们对某些事物的习

惯性的语言描述就可能蕴含着特定的认知预设, 从

而会导致框架效应。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 将

爱情理解为两个人互为天造地设的伴侣, 相较于将

爱情理解为一段旅程, 会更加加重关系冲突所带来

的伤害感知(Lee & Schwarz, 2014)。关于目标的研

究发现, 将目标实现比作一段旅程, 相较于比作达

到某个目的地, 会更有利于人们在完成阶段目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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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目标一致的行为, 因为人们受比喻的影响更

多地关注目标完成的过程而非结果, 进而启动了成

长心态(Huang & Aaker, 2019)。也就是说, 叙述框架

改变了人们对特定情境中关系和目标的认知构建。 

道德消费决策涉及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衡

量和取舍。对道德消费的不同叙述框架可能影响人

们对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之间关系的认识, 进而改

变消费者对如何实现道德价值的看法。这会影响消

费者对道德消费决策难点的认知, 如果消费者认为

道德消费决策的难点正是算法决策所擅长解决的, 

他们会更信任基于算法的道德消费决策建议。反之

消费者的信任就会更低。 

1.3.1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算法信任的影响 

对道德消费的一种典型的叙述框架是, 要追求

相关的道德价值, 就需要做好“牺牲”部分功利价值

的准备。“牺牲”是指消费者愿意放弃宝贵的资源, 

以换取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Gao et al., 2020)。“牺

牲”叙述框架就意味着假定在出现个人功利价值损

失时, 消费者依旧愿意做出道德消费行为。所以“牺

牲”叙述框架首先会强化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认识 , 

即道德消费行为有可能造成消费者个人功利价值

损失。此外, “牺牲”叙述框架还强调消费者要降低

对所要承担代价的敏感性(Gao et al., 2017)。换而言

之, “牺牲”叙述框架倾向于贬低和隔离人们对功利

价值的追求, 认为追求功利价值无助于、甚至是会

妨碍道德价值的实现(Ruttan & Nordgren, 2021; 辛

自强 等, 2022)。 

当营销者采用道德消费的“牺牲”叙述框架时, 

个人功利价值的潜在损失会被强调, 消费者会更多

地考虑到追求自身功利价值与实现道德价值之间

的冲突。消费者更可能将道德消费决策理解为在道

德价值和个人功利价值之间进行取舍的问题。其决

策的难点在于消费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了道德

价值而牺牲功利价值(Hiller & Woodall, 2019)。由于

道德价值的特殊性, 做出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权

衡需要具有对道德价值进行认知的能力, 这种能力

往 往 被认 为是 算 法所 不具 备 的 (Bigman & Gray, 

2018; Jebari & Lundborg, 2021)。并且算法所遵循的

计算功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式被认为会阻碍消

费者实现道德价值(Dietvorst & Bartels, 2022)。由于

消费者会认为算法在解决涉及道德和功利价值之

间冲突权衡这样的问题上存在不足, 他们不太可能

信任由算法提供的道德消费决策建议。 

本研究提出道德消费的“共赢” (vs. “牺牲”)叙

述框架有可能提升消费者在道德消费决策中对算

法的信任。“共赢”叙述框架强调通过道德消费实现

道德价值与追求功利价值之间并不冲突, 而是协同

的关系。这意味着道德消费行为是要实现消费者与

道德相关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对双方来说是“共

赢”。商业情境中的一类重要的道德愿景是商业决

策应当将人类的共同利益视作是最重要的(Gustafson, 

2013)。这一愿景的潜在含义就是在商业中实现道

德价值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人类整体能够更好

地发展(Yamoah et al., 2016)。在道德消费的场景中, 

消费者与道德相关方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 追求双

方共同利益最大化就是应当追求的道德价值目标

(Xu & Ma, 2016)。 

当消费者认为自己与道德消费涉及的道德相

关方是利益共同体时, 个人和道德相关方的功利价

值能实现协同。合适的道德消费价值体现为可以提

升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由于追求双方功利价值的最

优化与实现道德价值之间不存在矛盾 , 消费者会

认为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就是道德消费观念的应有

之意。 

在“共赢”叙述框架下, 消费者认为共同利益最

大化对每个成员都是更好的, 不会担忧会因为考虑

功利价值而忽视道德价值。如此, 消费者会将道德

消费当中实现道德价值的目标, 转化为与其一致的

追求利益共同体利益的功利最大化目标。道德消费

的相关决策就成为了如何实现双方共同功利价值

的最大化的问题。算法决策被认为具有解决该类问

题的优势, 它能够全面搜集和处理多方面数据、快

速比较和计算各种功利价值属性信息, 有利于更好

地 优 化 全 局 决 策 方 案 以 实 现 共 同 利 益 的 最 大 化

(Puntoni et al., 202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本研究所关注的道德消费

的叙事框架(“共赢” vs. “牺牲”)与前人研究涉及的

道德产品的“利己(vs. 利他)诉求”是不同的概念。本

文提出的道德消费的叙事框架(“共赢” vs. “牺牲”)

影响的是道德消费价值衡量中道德价值和功利价

值之间的关系感知。前人研究所涉及的“利己(vs. 

利他)诉求”区分的是道德产品的价值受益者的不

同。例如, 营销者会通过广告向消费者强调购买道

德产品对“自己” (vs. “他人”)价值上的好处, 从而

驱动消费者 进行道德产 品购买 (Green & Peloza, 

2014; Ryoo et al., 2020)。“利己(vs.利他)诉求”的作

用是让道德消费产品更能分别迎合特定情境下的、

或者特定类型的消费者的自我中心(Egoistic)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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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义(Altruistic)倾向(Ryoo et al., 2020)。 

然而, 使用“利己(vs.利他)诉求”概念框架无法

解释其对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在利己/利他研究中, 

研究者关注的是消费者购买道德产品的动机, 而非

对道德产品价值的衡量过程。无论消费者是出于利

己还是利他诉求来考虑道德产品, 道德产品提供给

消费者的价值都是多元(既包括功利价值也包括道

德价值)而非单一的, 利己/利他诉求因此并不能解

释和影响消费者比较和权衡这些多元价值的心理

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消费者是否信任算法推荐的

基础, 因为算法推荐的目的是帮助消费者在众多道

德产品的价值之间进行比较。使用不同叙述框架

(“共赢”vs“牺牲”)将影响消费者对产品道德价值和

功利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 从而可能解决消费者在

道德消费产品推荐情境中的算法信任问题。 

总结来说, 在面临道德消费情境时, 消费者的

道德目标会启动(Reczek et al., 2018)。“牺牲”叙述框

架强调在道德消费中, 自己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存在

利益冲突, 实现道德价值的消费行为意味着“牺牲”

自身利益。由于道德价值被认为仅与人类坚持的

“道德正确”原则相关, 与功利价值这样的可算计的

世俗性价值无法相容, 消费者会更倾向于认为道德

价值是一种特殊的、只有人类才能理解和判断的价

值 , 因而不信任基于算法的决策推荐 (Bigman & 

Gray, 2018)。而“共赢”叙述框架强调实现道德价值

和追求功利价值之间并不冲突, 在道德消费中, 自

己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利益共同体, 做出符合道德

原则的消费行为意味着使得双方的共同利益更优

化, 形成“共赢” (Gray & Schein, 2012; Gustafson, 

2013)。由于“共赢”叙述框架让消费者理解到追求道

德价值是可以通过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

的, 而算法可以通过其计算功利价值最大化方案的

优势来助力实现道德价值, 因此, 消费者会更愿意

信任由算法提供的决策推荐。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1: 采用道德消费的“共赢” (vs. “牺牲”)叙述

框架增加了消费者在道德消费决策过程中对算法

推荐的信任程度。 

1.3.2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的中介作用 

在规范伦理的理论体系中, 存在两种有关如何

对道德价值进行判断的观念: 道义论与功利论。其

中道义论强调道德价值的评判依据是行为是否符

合道德原则, 道德性是一种关于行为本身对错的评

价; 而功利论则强调道德价值评判的依据取决于行

为是否产生更优的人类总体利益结果, 功利论属于

一种典型的结果论(Mencl & May, 2009)。由于道德

伦理的出发点是强调人们应该做道义上正确的事

情, 因此道义论的观点相对于功利论而言更容易被

人理解和赞同。但道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对“道德

正确”的界定往往是因人而异的, 不同文化、不同社

会群体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道德正确的解

释可能相差迥异。相对而言, 功利论从利益结果的

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将人类利益结果的最优化定

义为“道德正确”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道德

价值的判断原则, 使具有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

们对道德价值的判断趋向一致。 

道德消费的叙述框架将影响和形塑人们的道

德价值观念。当受到道德消费的“牺牲”叙述框架影

响时, 消费者会认为道德价值的重要性高于功利价

值, 且实现道德价值与追求功利价值是相冲突的。

因此消费者在道德产品消费中, 会分别对产品的道

德价值和功利价值进行评估, 并优先考虑实现道德

价值目标的可能性。如此, 消费者认为追求功利价

值是无助于实现产品道德价值的。道德消费决策的

核心是要首先确定道德正确性的程度, 再考虑需要

做出怎样的牺牲来实现道德价值。 

当消费者受到道德消费的“共赢”叙述框架影

响时, 消费者认为自己与道德相关方是利益共同体, 

道德消费在实现道德价值与追求功利价值之间并

不冲突, 两者是协同和共赢的关系。消费者因而更

倾向于接受功利论道德观念, 从利益方功利价值最

大化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正确性, 相信道德价值可以

通过衡量共同利益最大化来评估。因此, 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的影响下, 消费者会倾向于认

同道德消费决策要符合功利论的道德价值观念。功

利论的道德价值观念意味着道德价值的衡量是以

功利结果的最优化为标准的。消费者会认为算法在

功利价值最大化的计算上具有优势 , 从而增加了

其对算法推荐的信任。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 道德消费的叙事框架(“共赢” vs. “牺牲”)

对消费者算法道德推荐的信任的影响作用, 受到消

费者对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的中介。具体而

言,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通过提升功利论道

德价值观念在道德消费决策中的接受度进而增加

了消费者对算法推荐的信任程度。 

1.3.3  算法推荐类型的调节作用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之

所以存在, 是因为消费者认为道德价值可以通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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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总体功利价值来进行评估, 此时消费者对算法执

行道德推荐的信任程度才可能提高。然而, 消费者

也可能会考虑将道德产品决策中有关道德价值和

功利价值的衡量进行拆分, 比如借助算法来衡量产

品的功利价值 , 在此基础上再由人类专家根据对

产品道德价值的衡量来做出综合判断 , 并形成最

终决策。 

算法应用的实际情境中, 算法推荐应用除了算

法替代(人类)型 , 还包括算法增强型(Brynjolfsson 

& Mitchell, 2017)。算法增强型推荐是指算法与人

类共同协作来完成决策推荐。许多算法决策应用的

研 究 发 现 算 法 增 强 型 决 策 更 容 易 被 消 费 者 信 赖

(Luo et al., 2021; Sampson, 2021)。因为消费者预期

两者的结合能够形成能力互补(Burton et al., 2020)。

本研究认为算法推荐类型(算法替代型推荐 vs.算法

增强型推荐)可能成为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影响消费

者算法推荐信任的一个调节因素。由于算法增强型

决策中, 人类能够弥补算法在道德伦理议题上的短

板。因此, 无论消费者认为道德消费中道德价值和

功利价值的关系是冲突或是一致的, 消费者在算法

增强型推荐中都能充分利用算法在处理功利价值

方面的优势 , 从而使叙述框架对算法增强型推荐

的信任程度的影响被削弱。由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3: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共赢” vs. “牺牲”)对

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受到算法决策类型的调节。对

算法替代型推荐而言,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

会增强消费者对其的信任, 然而对于算法增强型推

荐而言,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不会影响消费

者对其的信任。 

2  实验 1: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消
费者算法推荐偏好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 

本实验将检验不同类型的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对消费者算法推荐的偏好的影响。由于在道德消费

决策中, 消费者需要考虑道德和功利价值, 受到不

同叙述框架(“共赢” vs. “牺牲”)的影响会导致消费

者对道德消费情境中的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之间

关联的看法存在差异。本研究预测, “共赢” (vs. “牺

牲”)叙述框架会让消费者更愿意以功利论式道德价

值评价的方式进行决策。因此, 消费者会在决策中

更多地选择由算法提供决策辅助。 

2.2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道德消费叙述框

架类型：“共赢” vs. “牺牲”)。因变量则是被试在道

德消费情境中对专家和人工智能算法决策辅助的

相对偏好。通过 G*power 软件计算出在显著性水平

为 0.05 且效应量水平(Odds ratio)为 1.6 时, 预测达

到 90%的统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171 名。本

实验从见数(Credemo)平台招募了 199 个被试参与

线上实验, 被试平均年龄 27.39 岁(SD = 7.63), 其中

25.63%为男性。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组中

(“共赢”组 vs. “牺牲”组)。 

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关注的自变量是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类

型, “共赢”框架强调道德消费能为消费者和道德相

关方都带来好处, “牺牲”框架强调消费者在道德消

费中应该愿意放弃部分自己的功利利益, 提升他人

利益, 从而更好地满足道德原则的要求。本研究采

用不同的道德消费解释语句来引导消费者的看法, 

从而实现对自变量的操纵。 

具体而言, 实验中我们请被试想像自己主要用

咖啡帮助自己在工作中提神, 会经常光顾一家专业

的咖啡豆网购平台。该平台近期推出了一系列“公

平交易认证”的咖啡豆, 并倡导消费者购买这类咖

啡豆。消费者购买这类咖啡豆会让弱势产地种植户

获得额外的经济补贴 , 支持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 

以及持续经营和提升咖啡豆品质, 所以价格一般更

高。被试随后看到一张有关“公平交易认证”的宣传

海报。在“共赢”组中, 海报的宣传语是“关爱创造价

值 , 共赢美好生活”, 以及“构建‘共赢’社会 , 让世

界更公平”。在“牺牲”组中, 海报的宣传语是“为公

平而牺牲 , 成就一份关爱”, 以及“做一点 ‘牺牲 ’, 

让世界更公平”。本实验向被试介绍的咖啡产品被

描述为来自国外欠发达的产地, 好处是被试对国外

不同地区的共情程度会比较相近, 避免被试可能对

国内某些地域有更特殊的情感而影响其判断(童泽

林 等, 2019)。 

随后, 被试回答了关于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之

间冲突感知的问题。问项包括: “支付道德产品的溢

价就意味着消费者会有一定物质利益损失”, “种植

户拿到更多利益, 消费者就会得到更少实惠”, “消

费者与种植户的物质利益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 = 0.85)。这些问项是

作为自变量的操纵检查,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

架会让被试感知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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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 

然后, 引导材料告知被试, 根据产区和加工工

艺的区别, “公平交易认证”的咖啡豆相较于类似的

普通咖啡豆差价幅度很广。所以选择一款符合口味

偏好, 有更好道德性, 同时差价相对合理的产品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该平台提供两种免费的辅助方

案, 一种是由行业专家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建议, 另

一种是由算法提供产品建议。被试需要从上述两种

方案中选择一种更为信任的方案。 

最后, 被试回答了如果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购买

哪一种咖啡豆, 这一决策的感知困难程度(1 = 非

常简单, 7 = 非常困难)。被试还回答了人口统计方

面的问题。 

2.4  实验结果 

首先进行操纵检查。通过方差分析发现, “共

赢”组的被试(M Win = 4.19, SD = 1.22), 相较于“牺

牲”组(M Sacrifice = 4.72, SD = 1.21), 感知功利价值与

道德价值之间冲突更低 , F(1, 197) = 9.47, p = 

0.002。这一结果表明关于叙述框架的操纵是成功的。 

本实验将“共赢”组编码为 1, “牺牲”组编码为 0, 

将选择算法推荐编码为 1, 选择人类专家推荐编码

为 0。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为自变量, 以选择结果

为因变量进行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道

德消费叙述框架对选择结果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63, Wald’s 2 = 4.84, p = 0.028)。进一步, 卡方分

析显示相较于“牺牲”组(43.43%)的被试, “共赢”组

(59.00%)的被试更多选择算法推荐(vs.人类专家推

荐) (2 = 4.22, p = 0.040)。 

控制变量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发现, “共赢”组

的被试感知决策困难程度与“牺牲”组无显著差异, 

F(1, 197) = 0.61, p = 0.435。 

2.5  结果讨论 

本实验操纵了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随后比较被

试对算法推荐和人类专家推荐的相对偏好, 结果表

明, 当消费者受到“共赢” (vs. “牺牲”)框架的影响

时, 他们在道德消费中选择算法推荐的比例有所提

升。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测, 即在“共赢” (vs. “牺

牲”)框架的影响下, 消费者会增加对算法推荐信任, 

为本研究 H1 提供了初步证据。实验结果也反映出, 

“共赢” (vs. “牺牲”)框架并未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困

难程度感知, 排除了这一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进一

步地, 我们通过增加算法和人类专家推荐的组间设

计, 来检查“共赢” (vs. “牺牲”)框架对消费者对算

法及人类专家推荐信任的分别影响。 

3  实验 2: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的
中介效应 

3.1  实验目的 

本实验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主效应和中介效

应 , 具体而言 , 本研究预测道德消费“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增强了消费者对功利论道德价值

观念的接受度, 进而导致道德产品消费者增加了对

算法推荐的信任。而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并不会影响

道德产品消费者对人类专家推荐的信任程度。 

3.2  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实验采用 2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类型：“共赢” 

vs. “牺牲”) × 2 (推荐者：算法 vs.人类专家)组间设

计 。 因 变 量 为 消 费 者 对 推 荐 者 的 信 任 。 通 过

G*power 软件计算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且效应

量为中等偏小水平(f = 0.17)时, 预测达到 90%的统

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366 名。本实验从见数

(Credemo)平台招募了 408 个被试参与线上实验 , 

被试平均年龄 28.93 岁(SD = 9.02), 其中 34.31%为

男性。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组中。 

3.3  实验程序 

本实验采用了与实验 1 相同的情境材料。在被

试了解完咖啡豆网购平台新上市了“公平交易认

证”咖啡豆 , 并接受了“共赢”或者“牺牲”叙述框架

的引导信息之后, 被试完成自变量操纵检查问题( = 

0.85)。随后引导材料告知被试认证咖啡豆和普通咖

啡豆差价幅度很广, 平台向消费者提供一种选择辅

助方案, 由算法或者人类专家给出建议。被试需要

回答是否信任以上算法或者专家给出的建议(“信任

上述算法/专家对产品道德溢价的判断”, “信任上述

算法/专家推荐的产品在道德上是经得起考验的”, 

“信任上述算法/专家对口味、质量、价格、道德的

权衡”, “信任上述算法/专家推荐的道德产品是最合

适的选择”,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 = 

0.86)。 

接下来, 实验将测量被试在本次咖啡豆购买中

被试对功利论道德观念的接受度。具体来说, 被试

需要回答如果是自己选择购买一款咖啡豆, 以下选

择原因的重要性程度如何, 一共有 8 个问项, 前 4

个问项反映的是道义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 后 4

个 问 项 反 映 的 是 功 利 论 道 德 价 值 观 念 接 受 度

(Tanner et al., 2008)。具体内容如下: “选择它是因为

这一选择符合人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选择它是因

为我有道德义务做出这样的选择”, “选择它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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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项是绝对符合公平贸易原则的, 不管带来什

么利益结果”, “选择它是因为其他选择是存在道德

问题的”, “选择它是因为成本效益分析得出这一产

品是更优的”, “选择它是因为这一产品带来的物质

利益结果可以证明其合理性”, “这一产品能产生最

好的物质上的净收益”, “这一产品带来的物质上的

好处多于坏处” (1 = 非常不重要, 7 = 非常重要, 

功利论量表  = 0.76, 道义论量表  = 0.78)。 

最后, 被试回答了如果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购买

哪一种咖啡豆(认证或者非认证的), 这一决策的感

知困难程度(1 = 非常简单, 7 = 非常困难)。被试还

回答了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3.4  实验结果 

首先进行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操纵检查。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道德消费叙述

框架对被试感知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之间冲突有

显著影响, F(1, 404) = 9.39, p = 0.002, ηp
2 = 0.023; 

推荐者类型对感知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之间冲突

无显著影响, F(1, 404) = 0.41, p = 0.524; 两者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 F(1, 404) = 0.01, p = 0.914。“共赢”

组(M Win = 4.36, SD = 1.36)相较于“牺牲”组(M Sacrifice 

= 3.95, SD = 1.30), 被试的感知功利价值与道德价

值之间冲突更低。这表明对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操

纵是成功的。 

接下来检验各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通过方差

分析发现,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和推荐者类型对被试

对算法道德推荐的信任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04) = 11.22, p = 0.001, ηp
2 = 0.027。此外道德消费叙

述框架的主效应也显著, F(1, 404) = 5.56, p = 0.016, 

ηp
2 = 0.01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共赢”组的被试(M 

AI-Win = 5.22, SD = 0.96), 相较于“牺牲”组的被试(M 

AI-Sacrifice = 4.68, SD = 1.00), 对算法推荐的信任程

度更高, F(1, 404) = 16.48, p < 0.001, ηp
2 = 0.039; 道

德消费叙述框架是“共赢” (M Human-Win = 4.91, SD = 

0.98), 还是“牺牲” (M Human-Sacrifice = 5.00, SD = 0.82), 

未显著影响被试对专家推荐的信任程度, F(1, 404) 

= 0.43, p = 0.510。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信任程度的

影响只在算法推荐的情况下出现。 

然后, 通过方差分析检验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和

推荐者类型对被试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的

影响。结果发现,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功利论观念

接受度有显著影响, F(1, 404) = 50.81, p < 0.001, ηp
2 

= 0.112; 推荐者类型的影响显著, F(1, 404) = 4.12, 

p =0.043;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与推荐者类型的交互

作用不显著, F(1, 404) = 0.14, p = 0.707。具体而言, 

“共赢”组被试的功利论观念接受度(M Win = 5.50, 

SD = 0.80)显著高于“牺牲”组被试(M Sacrifice = 4.93, 

SD = 0.81)。道德消费叙述框架(F(1, 404) = 0.46, p = 

0.499), 推荐者类型(F(1, 404) = 0.01, p = 0.969), 

以及两者的交互项(F(1, 404) = 0.02, p = 0.884)对道

义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详见图 1。 

最后, 通过 Bootstrap 方法检验功利论道德评

价倾向的中介作用。检验使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14, 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共赢”组编码为 1, “牺

牲”组编码为 0)为自变量,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

受度为中介变量, 推荐者类型为调节变量(算法编

码为 1, 人类专家编码为 0), 信任程度为因变量进

行分析, Bootstrap 再抽样设定为 5000 次。结果显示,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

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57, 95%置信区间 CI: [0.41, 

0.72]),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与推荐者的交

互项对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31, 95%置信

区间 CI: [0.09, 0.52])。自变量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

因变量信任程度的条件间接效应, 在推荐者为算法

时是显著的(b = 0.21, 95%置信区间 CI: [0.10, 0.33]), 

在推荐者为人类专家时是不显著的(b = 0.03, 95% 
 

 
 

图 1  实验 2 道德消费信念与推荐者类型对信任程度和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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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 CI: [−0.06, 0.12])。自变量道德消费叙述

框架对因变量信任程度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11, 

95%置信区间 CI: [−0.09, 0.30]), 调节的中介效应

指标显著(Index = 0.17, 95%置信区间 CI: [0.05, 

0.32])。进一步将道义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作为

协变量加入模型, 以上结果依旧稳健, 调节的中介

效应指标显著(Index = 0.15, 95%置信区间 CI: [0.03, 

0.29])。这说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被试信任的影

响只在推荐者为算法的时候存在, 功利论道德价值

观念接受度中介了这一影响, H2 得到支持。 

控制变量分析。通过方差分析检验道德消费叙

述框架和推荐者类型对感知决策困难的影响。结果

发现 ,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F(1, 404) = 0.20, p = 

0.653), 推荐者类型(F(1, 404) = 0.12, p = 0.731), 

以及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与推荐者类型的交互作用

(F(1, 404) = 0.15, p = 0.698)对感知决策困难无显著

影响。 

3.5  结果讨论 

本实验通过分别检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如何

影响消费者对算法和人类专家信任程度, 发现道德

消费叙述框架影响了消费者对算法推荐的信任, 而

对人类专家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在“共赢” (vs. 

“牺牲”)框架的影响下, 消费者更信任算法推荐, 不

再对算法能否完成道德决策存在质疑。进一步的中

介检查发现 ,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的中介作用显

著。这表明在“共赢” (vs. “牺牲”)框架的影响下, 消

费者转变了对道德消费决策适用的决策方法论的

认识, 更加认同以功利论的方式来进行决策, 从而

改变了对算法推荐的看法。而对于人类专家的推荐, 

“共赢” (vs. “牺牲”)框架未改变他们对人类专家是

否胜任道德消费推荐的感知, 因为人类专家与算法

不同, 不具有在道义判断上的短板。 

4  实验 3: 算法增强型推荐的调节
作用 

4.1  实验目的 

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 “共赢” (vs. “牺牲”)叙述

框架让消费者更多地认为道德消费中的道德价值

与功利价值是协同的, 进而让消费者更能接受在道

德消费的权衡中采用功利性的道德评价。然而, 在

算法增强型建议的情况下, 决策任务被分解, 由算

法进行功利价值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再由人类专家

根据道德原则得出最终的推荐, 那么道德消费叙述

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态度的影响将可能会消失。 

4.2  实验设计和被试 

本实验采用 2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类型：“共赢” 

vs. “牺牲”) × 3 (推荐方式: 算法替代型推荐 vs.算

法增强型推荐 vs.人类专家推荐)组间设计。因变量

为消费者对道德消费中的产品推荐的信任。通过

G*power 软件计算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且效应

量为中等偏小水平(f = 0.16)时, 预测达到 90%的统

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498 名。本实验从见数

(Credemo)平台招募了 541 个被试参与线上实验 , 

被试平均年龄 28.19 岁(SD = 7.94), 其中 28.28%为

男性, 他们被随机分配到 6 个实验组中。 

4.3  实验程序 

本实验将选用电动自行车购买情境。本实验采

用与前两个实验类似的程序。首先, 被试需要想象

自己需要购买一辆电动自行车代步, 然后发现市场

上的新电池产品。引导信息告知被试市场上推出了

一种安装新技术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新技术的特点

是让车辆在制造, 使用和回收的全流程中的碳排放

降低 20%~45%, 但是生产成本会较传统电池更高。 

随后被试阅读不同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海报。

在两类叙述框架组中, 海报都再次强调了新电池能

够减少电动车的整体碳排放 “牺牲”组的宣传语强

调的是每个人都要为环保出行付出, 实现低碳目标, 

担当环保责任。“共赢”组的宣传语则强调环保出行

能让每个人生活更好, 实现低碳目标, 能够共享美

好环境。接着被试完成操纵检查问题, 包括“支付新

型电池的溢价就意味着消费者会有一定物质利益

损失”, “支付新型电池的溢价, 消费者就会得到更

少实惠”, “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 支付新型电池

的溢价是难以做到物有所值的”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 = 0.77)。 

随后引导材料告知被试不同品牌新型电池电

动自行车的设计、价格档次、参数、使用体验以及

碳减排效果存在许多差异。碳减排效果好的产品一

般在其他方面相对更弱。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被告知

现有一款能够分析车型信息和环保责任的算法, 可

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建议。人类专家推荐组则被告

知推荐者是业界专家。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被告知建

议将由人类专家根据算法对车型信息的评估结果

来做出。被试需要回答是否信任以上来自算法/专家

的建议 (“信任上述建议对产品环保溢价的判断”, 

“信任上述建议推荐的产品在环保上是经得起考验

的”, “信任上述建议对性能、价格、环保的权衡”, “信

任上述建议推荐的环保产品是最合适的选择”,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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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 = 0.82)。 

接下来, 实验将测量被试在本次电动自行车购

买中的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 测量问项与实验 2 一

致(功利论量表  = 0.84, 道义论量表  = 0.78)。最

后消费者回答了感知决策难度和人口统计相关问

项。 

4.4  实验结果 

首先检验实验操纵对被试感知功利价值与道

德价值之间冲突的影响。我们以人类专家推荐组为

参照组设置两个虚拟变量(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虚拟

变量: 人类专家推荐组 = 0, 算法替代型推荐组 = 1, 

算法增强型推荐组 = 0; 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拟变

量：人类专家推荐组 = 0, 算法替代型推荐组 = 0, 

算法增强型推荐组 = 1), 然后以感知功利价值与

道德价值之间冲突为因变量, 以两个虚拟变量和道

德消费叙述框架, 以及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与两个虚

拟变量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感知价值冲突有显著影响(b = 

−0.69, t = −4.30, p < 0.001), 算法替代型推荐组(b = 

−0.12, t = −0.76, p = 0.450)和算法增强型推荐组(b = 

−0.07, t = −0.41, p = 0.679)的两个虚拟变量的回归

系数都不显著, 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虚拟变量与道德

消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25, t = 1.10, p = 

0.270), 以及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拟变量与道德消

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10, t = 0.45, p = 0.655)

也都不显著。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为自变量, 感知

价值冲突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共赢”组

(M Win = 3.81, SD = 1.06)的感知价值冲突显著低于

“牺牲”组(M Sacrifice = 4.38, SD = 1.07), F(1, 539) = 

39.18, p < 0.001, ηp
2 = 0.068。这表明本实验关于道

德消费叙述框架的操纵是成功的。 

接下来检验各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以对推荐

建议的信任为因变量, 以两个虚拟变量、道德消费

叙述框架, 以及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与两个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算法

替代型推荐组虚拟变量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交

互项(b = 0.46, t = 2.48, p = 0.013)效应显著, 支持了

H3。并且, 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拟变量与道德消费

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25, t = 1.40, p = 0.163)效

应不显著, 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虚拟变量(b = −0.09, t = 

−0.69, p = 0.489)、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拟变量(b = 

−0.04, t = −0.32, p = 0.746)以及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b = −0.12, t = −0.94, p = 0.349)的主效应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表明, 对于算法替代型推荐, 道德

消费的“共赢”叙述框架(M AI-Win = 5.19, SD = 0. 78), 

相较于“牺牲”叙述框架(M AI-Sacrifice = 4.86, SD = 

0.86), 增 加 了 消 费 者 对 算 法 替 代 型 推 荐 的 信 任 , 

F(1, 180) = 7.55, p = 0.007, ηp
2 = 0.040; 对于算法增

强型推荐,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是“共赢” (M Human-Win 

= 5.04, SD = 0.84), 还是“牺牲” (M Human-Sacrifice = 

4.91, SD = 0.94), 并未显著影响被试对算法增强型

推荐的信任程度, F(1, 180) = 1.05, p = 0.308; 对于

人 类 专 家 推 荐 , 道 德 消 费 叙 述 框 架 是 “ 共 赢 ” 

(M Human-Win = 4.83, SD = 0.95), 还 是 “ 牺 牲 ” 

(M Human-Sacrifice = 4.95, SD = 0.86), 也未显著影响被

试对人类专家推荐的信任程度, F(1, 175) = 0.81, 

p = 0.369。 

我们也检验了各组在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上

的差异。回归分析表明,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

架对功利论道德观念接受度有显著影响(b = 1.02, 

t = 8.61, p < 0.001)。算法替代型推荐组(b = 0.26, t = 

2.21, p = 0.028)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算法增

强型推荐组(b = 0.11, t = 0.94, p = 0.350)的虚拟变

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虚拟变量

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14, t = −0.84, 

p = 0.404), 以及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拟变量与道

德消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06, t = −0.40, p = 

0.693)也都不显著。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为自变量, 

功利论道德观念接受度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 结果

显示“共赢”组(M Win = 5.56, SD = 0.73)的功利论道

德观念接受度显著高于“牺牲”组(M Sacrifice = 4.61, 

SD = 0.85), F(1, 538) = 195.92, p < 0.001, p
2 = 

0.267。详见图 2。 

接下来进行中介分析, 检验使用 PROCESS 中

的 model 14, 以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为自变量, 功利

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为中介变量, 算法替代型推

荐组虚拟变量为调节变量, 信任程度为因变量, 道

义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和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

拟变量为协变量进行分析, Bootstrap 再抽样设定为

5000 次。结果显示,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功利论道

德价值观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95, 95%

置信区间 CI: [0.82, 1.08]), 功利论道德观念接受度

与算法替代型推荐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信任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30, 95%置信区间 CI: [0.14, 

0.46])。自变量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因变量信任程

度的条件间接效应, 在推荐者为算法替代型推荐时

是显著的(b = 0.33, 95%置信区间 CI: [0.17, 0.50]), 

在推荐者为人类专家推荐时是不显著的(b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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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 3 道德消费信念与推荐者类型对信任程度和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的交互效应 
 

95%置信区间 CI: [−0.06, 0.15])。自变量道德消费叙

述框架对因变量信任程度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2, 95%置信区间 CI: [−0.19, 0.14]), 调节的中介

效应指标显著(Index = 0.28, 95%置信区间 CI: [0.11, 

0.46])。这说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被试信任的影

响只在算法替代型的情境中存在, 功利论道德观念

接受度中介了这一影响。 

控制变量分析。以感知决策复杂性为因变量, 

两个虚拟变量、道德消费叙述框架, 以及道德消费

叙述框架与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感知决策复杂性无

显著影响(b = −0.28, t = −1.17, p = 0.245), 算法替

代型推荐组(b = −0.17, t = −0.72, p = 0.470)和算法

增强型推荐组(b = −0.30, t = −1.26, p = 0.208)的两

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算法替代型推荐

组的虚拟变量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39, t =1.15, p = 0.251), 以及算法增强型推荐组虚

拟变量与道德消费叙述框架的交互项(b = 0.52, t = 

1.56, p = 0.121)也都不显著。 

4.5  结果讨论 

本实验检验了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如何影响消

费者对算法替代型、算法增强型和人类专家推荐的

信任程度。结果发现, 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只对算法

替代型推荐的信任有显著影响, 对于算法增强型和

人类专家推荐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对于中介变量, 

“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提升了消费者对功利

论道德观念的接受度。而只有在算法替代型推荐情

况下, 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接受度起到了影响消费

者信任的作用, 此时中介效应成立。对于另外两种

情况 , 因为人类在决策中的参与程度都是较高的 , 

消费者本身不会顾虑算法增强推荐和人类专家推

荐在道义判断上存在短板, 所以消费者对两者的信

任没有受到“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的影响。以

上结果验证了 H1、H2 和 H3。 

5  总讨论 

5.1  结果总结 

本研究提出道德消费叙述框架会影响消费者

对道德消费中算法产品推荐的信任。受到“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的影响, 消费者在道德消费情

境中对功利论式道德价值观念的接受度会提升, 进

而他们对算法推荐的信任程度会增加。并且叙述框

架对算法推荐信任的积极作用只出现在算法替代

型推荐的情况下, 对算法增强型推荐的信任无显著

影响。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检验了以上理论推断。

实验 1 的结果发现受道德消费的“共赢” (vs. “牺牲”)

叙述框架影响的消费者更多地在算法推荐和人类

推荐的二选一问题中选择了算法推荐。在实验 2 中, 

推荐类型和叙述框架都被设定为组间因素, 结果显

示“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增强了消费者对算

法推荐的信任, 而消费者对人类专家的信任没有受

到显著影响。消费者在道德消费决策中对功利论道

德价值观念接受度起到了中介作用。在实验 3 中, 

我们增加了算法增强型推荐情境, 结果显示“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算法增强型推荐信任没有

显著影响。本实验另外两组结果与实验 2 相似, 再

次验证了“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算法替代

型推荐信任的积极影响, 以及功利论道德观念接受

度的中介作用。 

5.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 本研究通过关注道德产品消费这一特殊

情境, 扩展了算法在道德决策中应用的研究范围。

前人研究虽然探讨道德伦理相关的算法决策应用

问题(Bigman & Gray, 2018; Dietvorst & Bartels, 

2022, 许丽颖  等 , 2022), 但这些研究往往以伦理

道德属性作为核心且唯一的研究焦点, 例如法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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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的道德公正性、医疗保险范围的道德合理性、

算法决策引发的歧视等。这些研究主要强调道德正

确原则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因而贬低了算法在道德

决策领域的价值。然而, 在本文关注的道德产品消

费情境中, 产品的道德属性和其功利性价值都是消

费者决策中需要考虑的内容。本文将算法决策应用

从单纯关注道德价值情境扩展到兼顾道德价值与

功利价值的道德消费决策领域, 为提升算法在道德

决策领域的应用价值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 

引导消费者理解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不同关系, 

会改变消费者对算法进行道德相关决策的信任程度。 

第二, 本研究探讨了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道德

消费决策中算法信任的影响, 丰富了框架效应理论

文献。先前的框架效应文献发现叙述框架能改变人

们对特定情境中关系和目标的认知构建, 本研究发

现, 使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能够形塑或

改变消费者对道德价值的理解, 使消费者更可能接

受功利论道德观念, 这为框架效应在道德观念认知

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支持(Gai & Klesse, 2019)。 

第三 , 本研究从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差异角度 , 

探讨了道德观念因素对消费者算法信任的影响作

用, 这对于道德决策领域中的算法信任研究做出了

重要补充。先前有关算法不信任的研究主要从算法

决策缺陷的视角来探讨导致消费者算法不信任的

原因及解决方案(Dietvorst & Bartels, 2022)。本研究

则从道德价值观念的视角来探讨如何通过影响和

改变消费者认知来促进其对算法决策的信任。本研

究发现强调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论观念比传统

的强调道德原则正确的道义论观念更能够为算法

参与道德决策提供合理化理由, 这一发现也展现了

基于世俗价值的功利论道德观念在消费领域中的

独特价值, 丰富了道德价值观念领域的研究。 

第四 , 本研究探讨了在不同类型的算法决策

(算法增强型 vs.算法替代型)中 , 使用“共赢” (vs. 

“牺牲”)叙述框架对消费算法信任的影响差异。过往

研究已经在一些情境中检验了消费者对增强型和

替 代 型 算 法 决 策 的 信 任 之 间 的 差 异 (Baird & 

Maruping, 2021)。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 关注道德

消费这一涉及道德因素的决策情境, 为解决消费者

对算法替代型决策的不信任问题寻找到了解决方

案。这一发现丰富了关于不同类型的算法决策之间

差异的研究。 

本研究具有较显著的实践意义, 具体而言, 对

于采用算法决策工具推荐道德产品的商家, 在进行

道德消费劝导时可以更多地使用“共赢”视角的叙

述框架, 激发人们的功利论道德价值观念, 这样会

让消费者更信任由算法给出的决策推荐。此外, 企

业也可以考虑将算法作为一种增强人类决策的方

式, 让消费者更愿意相信算法这种低成本、快速高

效的决策辅助工具 , 促进消费者选择合适的道德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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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king ethic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consumers need to consider the instrumental and ethical attributes 

of products and make tradeoffs. This complexity is a critical barrier between consumers’ ethical consumption 

intention and actual ethical consumption behavio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provide advice to consumers, which can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decision-making. 

Howev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are reluctant to adapt algorithms to make decisions in ethical trade-off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potential solution for increasing consumers’ trust i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in ethical consumption contexts. In particular,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marketers can 

influence consumers’ trust i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by changing the narrative framing strategy for 

ethical consumption. When ethical consumption is described as “win–win” (vs. “sacrifice”), consumers are more 

likely to trust the algorithm’s recommendations for ethic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The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strategy emphasizes that consumers need to make personal sacrifices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or society 

in ethical consumption. The win–win narrative framing strategy emphasizes that there is no conflict of utilitarian 

interests between consum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ethical consumption. Moreover, this strategy encourages 

consumers to consider that ethical consumption is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everyone. Therefore,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information will enhance consumers’ belief that achieving moral values is 

compatible with optimizing the overall utilitarian values of the community in ethical consumption situations. 

Thus, consumers are more likely to trust algorithmic tools that maximize utilitarian values to solve ethical 

consumption decision problems. 

    By portraying ethical consumption as a win–win, consumer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part of a common 

interest community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helping reinforce utilitarianism-based moral beliefs. 

Utilitarianism believes that pursuing the maximization of common interest is a rational way to achieve moral 

correctness. Accordingly, activating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encourages consumers to 

identify more with utilitarianism in ethic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trust i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in ethical contexts.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thical consumption narrative framing 

strategies (win–win vs. sacrifice) on trust in algorithmic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Experiment 1 first tests 

how activating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affects 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the source of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nsumers’ inclination to choose algorithmic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Experiment 2 furth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activating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on trust i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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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utilitarian moral valu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enhances consumers’ trust in algorithmic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bu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trust in recommendations from human experts. Consumers’ acceptance of utilitarianism 

in ethical decisions mediates the preceding positive effects. Last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boundaries of the win–win (vs. sacrifice) narrative framing strategy and finds that it only works for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substitutive algorithms and has no effect on algorithm-augmented consump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human experts. 

Keywords  ethical consumptio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deontology, utilitarianism, framing effect 


